
 

 

中国经济总体战略论纲

伍山林，盛晓宙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经济总体战略位居国家经济战略体系的顶层，是这个战略体系的灵魂并且统领一切具

体战略。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总体战略从理念构建、形势判断、行动选择、目标设定四个维度勾

勒经济发展蓝图，具有纲领性并且深刻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和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主导下，我国先后构建了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它们具有大国特征和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等特征，针对发展、安全、速度、质量等重大问题做出抉择，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提供战略支撑。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要求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动态平衡，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深刻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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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近代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内忧外患迭起，政权更替频繁，尚不具备制定

实施经济总体战略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国一盘棋开展经济

建设，已具备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的条件。本文把新中国成立作为考察我国经济总体战略的

起点。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百年大计，针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现实问

题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先后形成了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在实施第一个和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

时，我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集大成，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引领各族人民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

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①考察经济总体战略有助于回望历

史，审视过去 70 多年走过的发展道路；有助于面向未来，看清当下和将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大

势。但是，迄今尚无系统论述中国经济总体战略的文献。本文针对中国经济总体战略从五个方

面做概略性论述：一是阐述存在性问题，二是分析基本要件，三是勾勒基本特征，四是讨论演进

模式，五是展望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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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性问题

究竟存不存在经济总体战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给出经济总体战略的概念，

确定其在各个战略体系中的地位，说明我国拥有他国难以企及的条件，指明我国经济总体战略

的构建者和我国已经制定实施了哪些经济总体战略。

（一）概念

要说清经济总体战略存在性问题，必须说明经济总体战略究竟是什么。本文通篇采用经济

战略概念，而不采用经济发展战略（李成勋，2009）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光远，1984）等概念。

经济战略关注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在经济战略体系中，经济总体战略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制定

国家经济建设框架、路线、方针等，回答国家经济建设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将要面对的主要形

势、必须采取的关键行动、想要达到的重要目标。研究经济总体战略有助于理解国家经济战略

的要旨及其演变，深化对国家经济战略体系核心的认识，揭示国家取得经济成就和产生经济问

题的战略根源。

（二）定位

要说清经济总体战略存在性问题，必须说明经济总体战略在相关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于光

远（1984）、刘国光（1984）、李成勋（2009）等使经济战略学初成体系，但经济战略体系的内部结构

迄今尚未得到充分阐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经济战略功能的认识。我们从中抽出具

有统领作用的经济总体战略进行研究，深化对经济战略体系及其演进的理解。党和国家领导集

体核心构建经济总体战略时，希望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在发展和安全方面取得满意的结果（张宇

燕和冯维江，2021）。因此，有必要从国家战略体系和经济战略体系两个角度认识经济总体战略。

先从国家战略体系角度看经济总体战略。经济总体战略是经济战略的一种特殊式；经济战

略与政治战略、社会战略、文化战略、生态战略等结合起来构成国家战略。可见，经济总体战略

是国家战略体系的组成部分。再从经济战略体系角度看经济总体战略。在经济战略体系中，经

济总体战略位居顶层，其下由一系列支持它的具体战略构成（该层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亚层）。在

经济战略体系中，总体战略统领一切具体战略。因此，经济总体战略是国之大者，不可不察。

经济战略体系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是：总体战略在对应历史时期具有高度稳定性；总体战略

主要关注趋势性因素，冲击性因素在具体战略和政策层面加以处理；总体战略盯住对应历史时

期最基本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具体战略多种多样，都从特定角度支持总体战略；任何具体战略都

有专属的经济政策系统，它们共同构成战略性经济政策系统；战略性经济政策系统通过具体战

略，协同推进总体战略的执行和优化；总体战略通过具体战略及其政策化落实于经济实践，决定

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绩效及其特点。

（三）构建条件和构建者

要说清经济总体战略存在性问题，还应该对构建条件和构建者做出说明。首先，国家自主

性使构建经济总体战略成为可能，国家自主性通过经济总体战略等得以体现。但是，在资本主

义国家，国家自主性受资本制约的程度高。其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为国家

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提供了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经济基础。最后，在西方国家，执政党

不稳定，经济总体战略较难生成和实施。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使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总体战略简约至极；但是，唯有简约，方能

致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百年大计，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三

个经济总体战略，它们通过具体战略和经济政策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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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经济总体战略，是由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主导构建的，①是其经济思想精髓所在

（见图 1）。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制定实施了

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它的基本内涵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通过推进农业国工业化使中

华民族站起来后立得住（站立起来②并且不倒下去③）。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2012年
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制定实施了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它的基本内涵是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

重心，通过市场化开放发展使中华民族富起来。从 2012 年党的十八大（特别是进入“第二个百

年”之后）至本世纪中叶，我国制定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它的基本内涵是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战略部署下使中华民族（进一步变富并且）强

起来。这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是解决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纲领性框架。
  

1949年 1978年 2012年 21世纪中叶

第一个总体战略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

代表；站起来

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第二个总体战略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富起来

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重心

第三个总体战略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强起来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百年大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酝酿时期

图 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概览

注：作者自制。
 

二、基本要件

从构建者生成性思维角度来看，经济总体战略包含四大要件（见图 2）。这些要件不是彼此

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为经济总体战略确立观念、前提、手段和目标。
  

目标设定

理念构建

形势判断 行动选择

图 2    经济总体战略四大基本要件
 

（一）理念构建

发展理念为制定经济总体战略提供观念导向，“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

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

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④。

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发展理念主要是明确发展经济为了谁、依靠谁和与谁共

享，强调制度和精神因素，把握农轻重，沿海与内陆，经济与国防，个人、集体与国家，以及地方

与中央的关系，强调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蒋永穆和王瑞，2021）。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

时，发展理念主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认为改革、开放、创新、分配中蕴含发展动力。在实施

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

  2025 年第 3 期

 ① 我国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分别是由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主导构建的，而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以及相关领导和专

家学者等也通过不同方式起到了作用。

 ②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43页。

 ③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28页。

 ④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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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底蕴（项久雨，

2018）；它把创新当作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协调当作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通过开放发展拓展经济循环空间，通过推动共同富裕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更

宏大视野下，我国还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治国安邦，重在富民，要在自强。在新发展阶段，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

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二）形势判断

作为经济总体战略构建者，首先必须判明形势。既要搞清通常情形下与经济总体战略相关

的形势有哪些以及各是什么样子，又要搞清通过主动作为前述形势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将产

生怎样的新形势。主动作为就是下先手棋，争取更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形势判断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错判形势会带来成本高昂的战略调整。其次必须找准问题。尤其要深研国情，对社会主要

矛盾及其变化做出科学判断。毛泽东曾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

根据。”①对于建设问题，也应作如是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制定经济总体战

略还应深研世情，判断未来必须面对和把握哪些国际趋势。形势判断关乎问题导向，经济总体

战略必须确立历史方位和世界坐标。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的构建者历来重视经济战略形势判断。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世

界上的战争策源地并没有消失，我国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尽管存在阶段性差异），必须既要做

好战争准备，又要利用和平时期积极发展经济，推进农业国工业化，改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

要方面。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键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此可以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认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习近平，2012）。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我国必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现在，从全球看，基本趋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板块性下沉，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我国经济的全球占比稳健上升。

（三）行动选择

经济战略行动既是理念导向的，又是目标导向的。经济战略行动多种多样，但要慎重选

择。特别重要的是，经济总体战略最关心所处历史时期的关键战略行动。它是经济工作的重

点、中心或主题。毛泽东曾说：“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②关键战略行动确定之后就不

宜轻易改变，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国家经济战略体系中，其他战略行动对关键战略行动起支

持性作用，尽管它们常常以国家战略身份出现。以往文献对其他要件论述大多比较简要，但对

经济战略行动往往详加阐述。确定关键战略行动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率问题，追求资源最优配

置，也要考虑经济韧性问题，增强抗冲击能力和安全性（苏杭，2015）；绝不能仅注重效率问题而

忽视安全问题，否则经济中的“痛点”将被某些国家恶意利用。由于经济总体战略是国家总体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关键战略行动与非经济关键战略行动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必须协同配合。

我国先后制定实施的三个经济总体战略都确立了关键战略行动。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

战略时，我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其他战略行动或政策配合它而展开。例如，采用“剪刀

差”政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采用二元户籍制度解决因重工业只能吸纳较少劳动力而

引致的失业问题，采用“三线建设”战略调整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空间布局以应对严峻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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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2022）。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脱贫致富奔小

康，其他战略行动或政策配合它而展开。例如，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采

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采用国际大循环战

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其

他战略行动或政策配合它而展开。例如，采用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策

略调适供需关系，采用增强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策略夯实作为经济发展基本盘的内循环，采用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策略为内循环发展创造更好的外循环条件，采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策略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采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策略转换增长动力和优化经济结

构，采用提升产业链以及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策略打造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经济，采

用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四）目标设定

经济总体战略设定的目标为经济实践提供目标导向。目标不能设得过低。设得过低，难以

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丧失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目标也不能设得过高。设得过高，就所处

的经济战略形势和所能采取的经济战略行动来说，它是不可实现的。目标设定要实事求是，既

要结合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考虑，又要从发展战略的要求以及与下一阶段目标的联系来考

虑，还要从政治和舆论等方面来考虑。目标设得过高，实践中很多方面很多时候将捉襟见肘，最

终形成战略被动局面，对未来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设立目标应该留有余地（但依然令人振

奋），最终能够超额完成以利于建立继续前进的信心。所设目标必须反映国家发展的要求：从纵

向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从横向看，相对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或保持。总之，目标既应该是令

人振奋的，又应该是努力可达的。按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稳妥一点”①，又要有“雄心壮志”②。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构建者既坚持百年大计不动摇，又积极稳妥地设定对应历史时期的经济

战略目标。目标设定既考虑了历史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又考虑了未来形势发展和行动选择提

供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底子薄、起点低，我国必须通过实现阶段性目标再经过累积才能

达成百年目标。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重视农业国工业化。毛泽东要求抓住社会主要矛

盾，“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③，至 21世纪初把我国建设

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我国经济工作重心，

提出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三阶段战略目标：先解决温饱问题，再实现小康，

到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也就成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在国内外经济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实现经济战

略目标的手段大为丰富的前提下提出两阶段的战略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主要特征

我国的三大经济总体战略除了具有关注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等共性之外（刘国光，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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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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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一系列独特性。这里主要说明利用大国优势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优势的特征，

以及如何综合利用两大优势。

（一）利用大国优势

我国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既要考虑在国内循环中怎样利用大国优势以加快发展，又要

考虑在国际循环中怎样利用大国优势以获得战略主动。大国优势多种多样：既可从大国综合优

势（欧阳峣，2011）和超大规模性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等角度来认识，也可从

大国内生能力（欧阳峣，2019）等角度来理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总体战略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等优势，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国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

国充分利用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通过经济总体战略利用各种大国优势求富求强。现在，我国

已经形成大国基础结构，在递增报酬机制作用下仍然能够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路风，2022）。

一是利用大国市场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持续奋斗我国已经

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大国市场具有两个独特优势。（1）大国引力优势。在开放经济情形下，任何

其他国家都不能无视我国的庞大市场；否则，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制定实施第

二个和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把对外开放当作基本国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大国市场产

生的引力优势。（2）大国技术优势。大国技术是指只有在大规模市场的持续支持下才能得到充

分发展的大且复杂的系统性生产技术。大国拥有大规模市场，自然可以发展大国技术；其他国

家只有借助联盟，才能发展大国技术（伍山林，2021）。大国通过鼓励内部竞争、促进内部分工、

利用组织力量、采用举国体制等都可以催生大国技术；但是，大国市场是由内资开发利用从而

形成自主的大国技术，还是由外资开发利用从而形成归属于他人的大国技术，乃是重大战略抉

择。另外，大国技术常与地缘政治深度关联，是大国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抓手。

二是利用大国内部可循环优势（习近平，2020）。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外循环受

限，中苏关系破裂后只能借助内循环推进农业国工业化（伍山林和李宗圆，2021）。改革开放后，

我国通过深耕外循环并且用它来倒逼和促进内循环，迅速扩大了经济规模和改变了经济结构。

2018 年以来，霸权国家把我国当作它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内循环对我国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不同部分的经济关系（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经济关系和与其他国

家的经济关系）开始分化。我国主要采用扩大内需、区域均衡发展、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等手

段，①为发展大国技术和利用报酬递增机制等创造更好的条件。内循环变强还可以减少我国经

济发展的国际羁绊。因此，利用我国内部可循环优势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大国有优势，大国有潜力。但是，潜力不等于力量。潜力得不到开发利用，大国劣势将暴露

无遗，大国则可能是弱国；潜力开发利用得好，大国必定成长为强国。由于大国拥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它在成长过程中势必引起其他大国的注意和“关切”。就我国而言，当我国较弱的时候，

霸权国家只把我国当作潜在对手看待，对我国采用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当我国实力

达到全球第二并且逼近霸权国家之后，霸权国家采用遏制战略（containment strategy）设法阻滞我

国发展（伍山林，2018）。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复兴之路注定不是平坦的。重要的是，中国拥有

历史绵长、文化博深的优势，曾经长期处于大国之巅，积累了治理天下的独特心法和丰富经验，

具有理性看待和从容处理复兴途中的坎坷的深厚底蕴。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们既

可以利用大国引力优势分化瓦解霸权国家的联盟式打压，也可以利用大国技术优势获得本地市

场效应，还可以通过“双循环”把大国优势之利用推向可能性边界。

伍山林、盛晓宙：中国经济总体战略论纲

 ① 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第 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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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优势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体战略呈现诸多与此相关的独特性。这里仅谈两

个方面。

向外看，由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我国经济总体战略必须充分考虑因意识形态

异质性而引起的外部势力阻扰。在存在霸权国家的世界中，如何快速发展自己成为我国经济总

体战略必须面对的大问题。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对我国进行贸易和技术封锁禁运；即使与

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我国也因种种原因难以与之维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最终还得依靠自力更

生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特别是上半期，由于国力尚且有限，美国

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与我国维持相对融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和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美国基于霸权思维开始强调地缘政治对抗性和意识形态异质性，对我

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发生方向性改变。我国制定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

鉴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漩涡不可能很快就消失，霸权国家针对我国

甚至有可能搅起“惊涛骇浪”，我们在新的经济总体战略中必须一边注重促进经济发展，一边把

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重视。

向内看，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可以比较灵活地采择各种各样的战略行动来支

持战略目标的实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既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探

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伍抱一，2024），也决定了除了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之外，我们还可以从

其他方面获得支持，合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主要在单一公有

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支持性战略行动选择方面思想有些僵化。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拓展了支持性战略行动空间，诸如

市场方式、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之外的分配方式、国际市场等都得到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与

非公有制企业仅仅追求微观效率不同的是，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还瞄准其他重要

目标（伍山林，2017），成为保证宏观经济效率（刘元春，2001）和减小经济波动（曾嶒和唐松，

2023）的战略性工具，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运行条件。不

过，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一系列必须直面的问题。比如，除了发展动力和发展机制需

要不断重塑（叶初升，2019）之外，收入分配问题（伍山林，2014）和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杨东和徐

信予，2022）等也必须得到有效治理。逆转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扩大内需进而做大国内循环、推

动共同富裕进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途径；针对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必须认

清相关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其健康发展。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

我国具有很大的行动空间和更大的行动能力使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得到更好体现，使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得到更好治理。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使中国经济总体战略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总体战略和成熟

社会主义经济总体战略的独特性，也使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性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三）综合利用两大优势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的将近 70 年里，我国任何一个经济总体战略都具有利用大国

优势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优越性的特征；通过经济总体战略利用两大优势时，我国是

一体谋划的。

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但发展水平极低。为了加快发展彼时最具

战略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在单一公有制下采用计划经济体

制通过倾斜性政策配置全国的财力和人才。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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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逐渐形成了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主题的富国战略，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方式、资

源配置方式沿着富国道路快速发展我国越来越具有大国特征的经济。其中，综合协同利用市场

机制和计（规）划机制成为主要抓手。动态地看，在资源配置上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

高的认同，计（规）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以越来越协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战略

形势和经济战略手段逐渐发生改变；这些改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总体战略发生根本性

转变。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总体战略逐渐转变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强国战略。特别是进

入“第二个百年”后，这两大优势进一步细分为四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具

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

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从经济总体战略角度看，这四个优势使我国“经济发

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① 其中，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主要表现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在资源配置上兼顾微观效

率与宏观效率；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和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使我国具有了巨大的

内需开发空间，可以利用外循环支持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内循环打造韧性经济应对

外来冲击；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意味着采用适当的政策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

性，通过他们配置好应用好其他生产要素，可为实现经济战略目标提供最强支撑。

战略必须面向未来，战略为的是塑造未来；我国经济总体战略也是如此。新征程上的强国

战略要求我们把握两个大局，更好地综合利用两大优势。

四、演进模式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里，从发展与安全角度来说，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是沿着安全导向、发展

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孙照红，2023；李宗圆和伍山林，2022）的路径演进的；从发展速度和质

量角度来说，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是沿着追求重工业增长、追求经济增长、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路

径演进的。

（一）模式演进

1. 安全导向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应对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贯穿我国经济总体战略

制定实施全过程各领域。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安全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很大压

力。朝鲜战争表明新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威胁；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一边倒”政策难

以为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矛盾表面化；两大第一世界国家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外，还通过

周边国家和中国台湾对我国构成多样性的安全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我国优先发展重工

业，为国防工业奠定基础（邓宏图等，2018）。为此，我国设立八个机械工业部，其中六个管理与

国防工业相关的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含军舰）工业、国防科工（含航

天）；而“三线建设”通过调整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空间布局（朱佳木，2022）把安全重要性提升到

新高度。

在这段时期，我国尤其看重重工业增长速度。毛泽东以钢产量为例，从政治高度指出其增

长速度事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从战略高度指出其增长速度事关我国的“球籍”问题。②

伍山林、盛晓宙：中国经济总体战略论纲

 ① 习近平：《同心协力 共迎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2023 年 11 月 16 日，旧金

山）》，《人民日报》，2023年 11月 18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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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战略家，几乎都把钢铁产量视为国家工业化和潜在军事力量的标志。①重要的是优

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确定下来后，就要做各种各样的配套。例如，在生产投入上，必须向资金密集

型的重工业倾斜。这就要求维持高积累率，从农业和轻工业抽取大量剩余，结果是民生改善受

到一定影响；重工业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少，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就业；

并且，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配套才方便。这就决定了那个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政策框

架。彼时，我国既求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更求安全，使新生的共和国立得住。从发展角度

看，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为我国国民经济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一

系列正外部性（姚洋和郑东雅，2008）；从安全角度看，我国以此为基础建设国防工业体系，并且

采用举国体制搞高科技特别是“两弹一星”，为我国后来成为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②和获得和

平发展环境奠定了必要的国防基础。

2. 发展导向模式。进入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总体而言，我国安全问题退居次要位

置，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发展。1980 年 3 月 12 日邓小平提出军队“消肿”问题以支

持经济建设；③1984年 11月 1日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④1985年 6月 4日邓小平

宣布裁军百万，认为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可以“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⑤。我国迎来这样的战略机遇期后，

改革开放促发展成为主旋律。

邓小平汲取以前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提倡追求切合实际的经济增长。为了经济增长和脱贫

致富，我国在市场体制下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经济政策瞄

准市场化方向（樊纲等，2011），生产要素通过自由流动逐利（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地方官员

通过锦标赛晋升（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利用财政分权建设基础设施（张军等，2007）。在这个

过程中，人民收入水涨船高，尽管致富速度存在差异。但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被耗尽：

劳动力流动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伍山林，2016）和抚养率较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传统人口红利

（蔡昉，2013）等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后趋于消失。这意味着我国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和投资

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从创新入手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以转换增长方式。

总体来讲，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引下，通过利用改

革开放基本国策激活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

奇迹，脱贫致富成就令世界瞩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按 2015 年美元和汇率计算，我国人

均 GDP从 1978年的 381.1美元增长至 2012年的 6 591.7美元；按 2011年国际元和购买力平价计

算，我国人均 GDP从 1990年的 1 423.9国际元增长至 2012年的 10 370.7国际元。至于贫困人口

占比，按照国家贫困线标准，我国从 2000年的 49.8%下降至 2012年的 10.2%；以每天 1.9美元和

2011年 PPP为标准，我国从 1990年的 72%下降至 2012年的 8.5%。上述成就在与印度的比较中

进一步凸显了出来。

3. 统筹发展和安全模式。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方面主

要有：在国内，由供求紧平衡、资源紧约束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与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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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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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9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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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更加突出了（伍山林和周瑞，2022）；在全球，大国结构深刻调整，美国患上了霸权焦虑症。

至 2017年，美国政府开始把我国当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登顶（经济规模持续扩大

并且成为全球第一）过程中，我国必然遭到霸权国家各种各样的阻扰，必须直面各种各样的安全

问题。目前，主要表现是美国政府对从我国进口的大量商品加征高关税，针对我国关键产业链

供应链采用“脱钩”“断链”策略。相应地，我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的主旨是：在目标指向上，

既求富，又求强；在指导原则上，从前一阶段以发展为导向，转变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必须

下好先手棋，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①，以新发展格局支持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

展中提高我国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就国家安全战略而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是国家富强的核心要义。最

近 10年我国宏观经济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稳步上升，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呈下降趋势；我国进

出口系统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刘晓星等，2021）。重要的是，科技乃国家富强的根本。

科技最具二重性，既可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又可用于巩固国家安全，科技竞争也就成为大国博弈

的关键领域。在大国博弈重心转向科技创新竞赛、技术权力争夺、技术秩序重建的时代，我国保

障国家安全亟需打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李哲，2023）。过去 10多年，我国进一步发

展完善了大国技术，在特高压输电、5G、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核能发电、北斗导航等领域取得

瞩目成就。但是，美国固守“最强者”联合“较强者”打压“次强者”的霸权思维定势（黄琪轩，2020），

在诸如计算技术（包括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对我国加强围

堵打压，因此我国必须把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固底板放在突出位置。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演进是一个特殊历史过程，主要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历史地决定的。考察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演进，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它们及其成就，必须立足所处历史时期。

否则，有失公允。例如，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总体战略，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

遵循的效率指标对其做出否定性评价，虽然这个战略在实现安全目标过程中招致了诸多问题；

类似地，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总体战略，我们不能以改革开放以前的单一公有制和计

划体制为标准对其做出否定性评论。不过，必须认识到：在将来，我国社会主义必然从初级阶段

进入更高阶段。

（二）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②

百年大计的实现过程不是线性的和匀速的；通过一个总体战略把经济发展推升到一个平台

之后，又要用新的总体战略将其推升至新的更高平台。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既不应超越也不应落

后于所处的历史时期，而应起到连接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促进所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为以后

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其核心深入思考近代以来我国屡遭屈辱

的主因，选择了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农业国工业化战略。他们把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

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确定为社会主要矛盾。尽管后来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离，但是至

1978年我国已经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

平台。以实物为指标，以印度（起点和规模与我国相似）为参照，我们的计算表明：两国的农业

（稻谷、小麦、棉花）生产总量的比值及其人均量的比值（指 1978年与 1953年之比）互有高低；但

伍山林、盛晓宙：中国经济总体战略论纲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2022年 10月 16日）》，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第 52—53页。

 ②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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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工业的各个行业（原煤、原油、发电、生铁、钢、焦炭、水泥、硫酸、化肥、纱、布、机制纸及

纸板）中国的比值比印度的高得多，并且中印两国的比值之比大多超过了两倍。①

改革逻辑内生于国家经济战略选择（于鸿君和吴文，202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

济总体战略既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也留下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这

是改革开放启航和制定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的历史坐标。彼时，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蓄积了大

量势能，轻工业发展滞后和供给短缺蕴含巨大机会，劳动积极性不高为后来快速提高生产力提

供了可能。邓小平主导构建我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善资源配置，以多

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通过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经济规

模，目标直指脱贫致富奔小康。至 2012 年，我国经济发展来到了新的更高平台：按现价美元计

算，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当年与美国的比值为 0.40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国

民总收入在 2012年达到美国的 0.905。②

进入新时代后，在国际上，世界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从 2017年底开始，霸权国家把

社会主义中国当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国内，中国遇到了长期积累和新出现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特别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过，通过不懈努力，我

国至 2021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主导构建

的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提出“两步走”构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③。

走好第一步，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模式演变具有梯级推升特征。我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总是追求

高远目标，经济总体战略兼顾了长期性和阶段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指导下，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构建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把握战略能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平衡，形成

了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长期态势。但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或者迷信市场自发力量，经济发展遭

遇周期性危机；或者由于战略目标超越战略能力，招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或者由于没有处理好

经济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掣肘。其结果是，它们很难形成长期向上趋势。

五、面向未来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总体战略一是为了建立相关知识体系，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即最

近 7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三是为了改造世界即指导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面向

未来，在完善和落实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实践中必须注意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迈上新征程之后，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作用，要求我们处理好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国有制实现形

式，为丰富战略手段和达成战略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这就要求我们从破除行业限制

和优化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通过进一步搞活国有企业使它的微观效率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同

时通过公有制经济发展来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保证宏观效率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202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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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年版。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cn/。比值系作者计算结果。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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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准确理解了“两个毫不动摇”的真意（周新城，2016），才能把寻找最优所有

制结构当作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和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来对待，从而为国家“强起来”打造坚实

的所有制基础。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里，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等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既具

有现实可能性又具有时代迫切性，探索和完善国有制实现形式以及寻找最优所有制结构，成为

发挥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制度优势的关键。在横向比较上，与资本主义国

家相比，我国最优所有制结构具有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可以预期，我国将因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彰显而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我们可以通过外循环发挥大国

引力优势，通过内循环促进大国技术发展，利用内部可循环优势扩大战略回旋空间。现在全球

最重要的大国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黄仁伟，2022），一些发达国家因霸权国政府要挟而

利益受损。因此，只要我们利用好大国优势、遵循正确义利观、依托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后者

的合作空间将变大。现在，我国一些重要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我国工业正由规模优势向创

新优势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大

潮下，我国已经具有引领潮流的条件、能力和意愿。尽管面临关键科技“脱钩”和关键产品“断

链”等带来的短痛，但是我国将因培育高水平科技的土壤深厚、意愿强烈、举措得当而成为引领

者。此时，尤其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

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利用大国优势使自己强起来，可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第三，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观念优势。新发展理念是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的发展理

念。违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

害。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从“数量追赶”

“规模扩张”“要素驱动”“分配失衡”“高碳增长”的模式，转向“质量追赶”“结构升级”“创新

驱动”“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的模式（王一鸣，2020），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什么强调“贯彻新发展

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①。新发展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

新成果，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凝练成果；它不仅可以促进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生

成和完善，而且将随中国竞争力的上升而播撒到越来越多的国度。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将

从中国依托新发展理念取得的成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希望。

第四，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关键战略行动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征程上回答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必然选择。“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示时代自己内心

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

怎样建设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至本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沿着这样的道路推进，从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时代

（叶险明，1997）角度来看，我国和整个世界都将形成发展新格局。发展新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主

要是指：在生产关系方面，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具有达到乃至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宏观效率方面，具有超过

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优异表现。发展新格局对于世界来说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全球

占比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国家因制度压力变大而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多的改变。

伍山林、盛晓宙：中国经济总体战略论纲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2022年 10月 16日）》，人民出版社 2022年版，第 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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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掌握安全主动权，实现更加稳健的发展。经历安全主导、发展主导两个时期之后，我

国进入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时期，这对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实现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①。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

赤字、治理赤字的当今时代，全球风险挑战日益增多，制度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大国抱守霸

权思维，我国理性之选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格局支持高质量发展，以高质

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为了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底，我国采取一系列战略行动：实施粮

食、能源安全战略，做到量足源稳、结构合理；加快补短板、锻长板，建设关键产业备份，提升供

应保障能力；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以协同支持高

质量发展；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并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增加霸权国家损害

我国发展和安全利益承担的风险成本。我国以发展促安全和以安全保发展，还可为世界安全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

第六，推进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我国已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诸多重要经济指标

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全球第一。从 2013年到 2021年，我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38.6%，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25.7%），②为世界提供了大量机

遇。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思考未来的世界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着力促成

之。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③。这既可彰显大国气度，又可放大

大国优势。大国气度，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吴志成和刘培东，2022）；大国之大，不在于

像霸权国家那样利用垄断地位从他国攫取巨大利益，而在于在开放型世界经济中为他国发展不

断提供新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在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将向全球经济不断注

入新血液，逐渐改变西方现代化主导下形成的不包容、不平等、不和谐、发展失衡的全球经济旧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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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line of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Wu Shanlin,  Sheng Xiao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As the soul of the economic strategy system, the overall strategy leads all specific strategies.

In China, the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i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especially its core figures, for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and concerning the guidance

framework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thinking of its

builder, the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has four basic elements: situation judgment, concept construction, ac-

tion selection, and goal setting.

　　Over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ree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ies: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iza-

tion of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 strateg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triving for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

ciety, and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both de-

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reby suppor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o achieve a

great leap from standing up to becoming prosperous, and then to becoming strong.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addressing the comprehensive, long-term, and fundamental is-

sues,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also has a series of unique features, including utilizing the advantages

of a major country and leverag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Over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has undergone a phased evolution from “security first” to “devel-

opment first”, and then to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forming a characteristic of stepwise

promo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hina reg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runs through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irits: adher-

ing to the socialist path and further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better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a major country; adher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fully utilizing the advantages of concept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key strategic actions; mastering the initiative in security and achieving more stable development; ad-

vancing China’s new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strateg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level securit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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